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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的统一大市场：
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

钟粤俊　奚锡灿　陆　铭

内容提要：随着生产性服务业赋能作用的增强，统一大市场建设日益重

要。本文构建了包含四部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要素和产品市场一

体化的不同模式对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着重关注生产性服务业

的赋能效应——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和部门关联效应。本文发现，市场一体

化的收益会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而扩大，其核心机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赋

能效应由弱变强。具体而言，投入产出结构变化主要影响产业结构调整，

部门关联效应主要影响增长和社会福利。量化分析表明，区域一体化和全

国一体化均会增加全国 GDP 和社会福利，并有效推进结构转型和区域间分

工进一步深化。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性服务业赋能作用

的增强，全国一体化带来的结构转型、经济增长和福利提升效应将超过区

域一体化带来的提升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发展

新阶段，应当更加重视从区域一体化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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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加快商品和生产要素统一大市场①建设，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2022 年 4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提出，“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

工作”。2025 年 7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从建设统一大市场的举措来看，我国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从区域一体

化逐步向全国一体化推进。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循序渐进的改革是务实

的，但有关一体化改革进程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却相对滞后。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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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不对市场一体化和统一大市场进行区分，二者会依据不同的上下文需要而出现或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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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市场一体化建设对区域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将产生什么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逐步呈现后工业化的特征，为什么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越来越重要？

本文认为，理解渐进式一体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厘清不同发展阶段下生产性服

务业赋能效应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间品投入结构，即生产性服务业

在投入产出网络中的重要性；二是部门关联效应，即生产性服务业对其他部门发展

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早期，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较弱，表现为在投入产出网络

中的重要性、对其他部门发展的影响均较小。此时，一些核心地区或大城市的跨区

域产业关联性或辐射效应较弱，区域（如省际和城市群）一体化就可以推动实现地

区间产业融合发展。然而，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分工深

化，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在不断增强。例如，与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制造产品

相比，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往往需要大量前端产品研发和后端品牌营销的服务业投

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大幅增强。①同时，相比于制造业部门，生产性服务业在

空间上更集聚，核心地区或大城市的优势会因为生产性服务业赋能效应的增强而

强化。此时，虽然区域内一体化收益仍在，但是全国一体化对增长和转型等收益的

推动作用在扩大。因此，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产品和要素的全国市场一体化改革

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未来将更有利于强化区域间分工，并产生更大的效率和福利

改进。

本文基于空间视角，研究产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

与经济增长。②具体地，本文构建了包含多地区、四部门、非位似偏好和规模经济

的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区域一体化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结构转型、经济

增长和社会福利等的影响。③量化分析发现：首先，市场一体化建设会增加实际

GDP 和社会福利，能有效推进结构转型。在建设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区域间分工

将持续深化，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会进一步向服务业转型。其次，比较了区域一

体化和全国一体化的结构转型与福利变化差异，从不同维度剖析生产性服务业的

赋能效应：生产的中间品投入产出结构变化主要影响结构转型，部门关联主要影

响增长和社会福利变化。具体地，如果区域内（或全国）的迁移成本下降 25% 或产

①　可以类似分析需求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体会越来越多地消费服务业和偏好多样性（钟粤俊等，

2020，2024）。由于全国一体化带来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升效应更大，更能满足人们对消费多样性的需求，

从区域一体化向全国一体化过渡的好处在加大。在经济发展早期，人们的消费需求简单，区域一体化基本能满

足这些消费需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偏好多样性消费，消费需求增多的同时也更加个性化。

②　需要说明的是，市场一体化建设同时包括破除商品和要素流通壁垒、税收协调、交通设施的联通接轨、

产业政策的协调分工等，本文聚焦于劳动要素和产品市场一体化。

③　量化空间模型（Quantitative Spatial Model）是研究要素空间配置和相关政策（如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分析

工具。该模型能够有效实现理论与数据的有机结合，并捕捉政策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的综合效应，因而常用于对

各类政策进行反事实模拟分析（陈斌开和赵扶扬，2023；Ferrari & Ossa，2023；林晨和李宇潇，2024；Lu et al.，
2025）。这一方法尤其适用于像中国这样存在区域间异质性的大国。近年来，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这

一方法分析中国问题（如 Tombe & Zhu，2019；Hao et al.，2020；Henderson et al.，2022；陈斌开和赵扶扬，2023；钟
粤俊等，2023；林晨和李宇潇，2024；Lu et al.，2025；赵扶扬等，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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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贸易成本下降 20%（本文将此定义为与基准分析相同的一体化改革），在服务业

赋能效应较弱的阶段，一体化改革的收益主要由区域一体化驱动。例如，在劳动

力市场一体化改革中，区域一体化产生的结构转型和福利收益约为全国一体化的

2/3。然而，随着服务业赋能效应的增加，与基准分析相同的一体化改革所产生的

增长、福利和结构转型效应变大，且全国一体化改革产生的收益效应提升超过区

域一体化。最后，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与基准分析相同的一体化改革能产生更

大的增长和结构转型效应，且全国一体化改革效应提升更快。尽管从改革难度来

看，区域一体化障碍较低，率先推进比较容易，但由于市场一体化建设的收益随着

发展阶段而不断扩大，未来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日益重要。本文的理

论逻辑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理论逻辑关系

同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与统一大市场相关的文献，①户籍

制度、市场分割（要素、商品、技术等）、低效率补贴和扭曲等均是阻碍统一大市场建

设的主要因素。近年来，诸多文献探讨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

利、贸易、环境和区域发展或竞争的影响（Tombe & Zhu，2019；陈朴等，2021；陈斌开

和赵扶扬，2023；钟粤俊等，2023；林晨和李宇潇，2024；赵扶扬等，2025）。②研究发

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减少错配或扭曲，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Tombe & Zhu，2019；Hao et al.，2020；陈朴等，2021；周慧珺等，2022），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区域间和城乡间的不平等（Hao et al.，2020；钟粤俊

等，2023；程宇丹等，2024；钟粤俊等，2024）。然而，鲜有研究基于空间一般均衡模

①　学术界对中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对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现象的讨论。

②　一部分讨论产品市场分割及其影响的研究指出，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和行政边界制度性摩擦是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陆铭和陈钊，2009；陈朴等，2021；李自若等，2022；Zheng et al.，2022；才国伟等，

2023；钟粤俊等，2023，2024）。另一部分讨论要素市场分割及其影响的研究指出，中国在土地（陆铭等，2015；程
宇丹等，2024；钟粤俊等，2024；Lu et al.，2025）、劳动力（Tombe & Zhu，2019；Hao et al.，2020；周慧珺等，2022；钟
粤俊等，2023；蒋为等，2024）和资本（Hsieh & Klenow，2009；陈诗一等，2019；尹恒和李世刚，2019；Hao et al.，
2020；Henderson et al.，2022；吴涵和郭凯明，2023；赵扶扬等，2025）等要素市场上存在扭曲，这些扭曲会制约中

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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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评估统一大市场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也没有研究同时评估统一大市场建设

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以及评估经济发展阶段对一体化改革效应的影响。

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区分区域一体化和全国一体化的影响差异，并揭示生产性

服务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第二类是与结构转型相关的文献。研究指出，生产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会带来

国家或地区间的生产率和人均产出差异（Banerjee & Duflo，2005； Adamopoulos et 
al.，2022；陆铭等，2023），从而影响产业结构转型（陆铭等，2023；钟粤俊，2024）。中

国也存在生产要素的空间低效配置问题（Tombe & Zhu，2019；Hao et al.，2020；钟粤

俊等，2020；陆铭等，2023；钟粤俊等，2024），这些扭曲或障碍不利于推进产业结构

转型（Rogerson，2008；Hao et al.，2020；徐朝阳和张斌，2020；Adamopoulos et al.，2022；
钟粤俊等，2023，2024）。此外，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际贸易也会通过改变比较优势

从而影响产业结构（Caliendo & Parro，2015；Tombe & Zhu，2019；Caliendo et al.，2021；
吴涵和郭凯明，2023；Lu et al.，2025）。①本文同时考虑非位似偏好效应和规模经济

对结构转型的影响，重点探讨一体化建设对商品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型的影响和

对地区分工的影响，丰富了结构转型的相关文献。②
第三类是与产业关联和赋能效应相关的文献。研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会带来制造业部门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经济增长（Gagnon，2007；Francois & 
Woerz，2008；Burstein & Vogel，2010；李平等，2017；韩峰和阳立高，2020；张群等，

2025），因为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提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运营效率、经营规模，并通过

技术进步和产业集聚等促进经济增长、制造业发展和社会分工（刘志彪，2001；郑吉

昌，2005；李平等，2017）。然而，鲜有研究从市场一体化的空间视角系统分析产业

关联和赋能效应，③本文丰富了这一文献，从多维度剖析生产性服务业部门赋能效

应的影响机制。同时，本文比较不同发展阶段下一体化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和生

产性服务业赋能效应的提升，一体化改革所产生的增长和结构转型效应会发生变

化。本文能够为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纵深推进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

本文余下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制度背景和特征事实分析；第三部

分构建了包含非位似偏好、生产规模经济和上下游产业联系等的空间一般均衡模

①　其逻辑是，在开放经济下，消除要素市场扭曲会改变要素成本和产业比较优势，进而改变贸易结构和

渠道，并影响产业结构。

②　一体化改革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同时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占比和产出占比。现有研究

认为，当前中国制造业份额下降的同时仍属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国家，制造业份额下降具有“早熟”性质（魏后

凯和王颂吉，2019）。其实，从跨国比较来看，中国比发达国家历史同期的制造业 GDP 比重更高、制造业就业比

重相似，而服务业比重更低（钟粤俊等，2020；钟粤俊，2024）。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体化改革降低体制性障

碍后，大量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非农部门就业（中国与发达国家历史同期相比，农业 GDP 比重相似、但就业比

重高 10 个百分点），同时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且服务业比重上升更快。

③　也有研究基于量化分析方法讨论产业关联效应，探讨中间投入是否促进部门发展、经济增长及其作用

机制。例如，Caliendo & Parro（2015）基于美加墨的跨国分析，构建包含中间投入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产品市

场一体化建设会带来福利提升；Caliendo et al.（2021）基于欧盟区扩大的冲击，量化分析产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

建设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均是基于跨国的一体化建设分析，且没有考虑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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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第四部分进行量化分析，包括参数校准和反事实分析，对区域一体化和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效应进行比较，讨论服务业赋能效应对不同类型一体化改革的影响；第

五部分为进一步拓展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 制度背景与特征事实

（一）市场一体化建设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各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大，资源禀赋和产业结

构互补性强，迫切需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①打破地方保护和市

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内循环的关键堵点。202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指出，要增强一体化意识，必须从体制机

制上打破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为一体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建设全国统一大

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同时是一项系统工程和艰巨任

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意见》提出，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②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优

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区域一体化建设有利于削弱或消除区域内的

贸易壁垒、行政壁垒等，使生产要素趋于自由流动，将有助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进程。

《意见》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从区域一体化逐步向

全国一体化过渡。与《意见》一致，本文对“区域”的定义如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

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作为五大区域，其

他区域均以省级单位作为区域一体化的单元。③
（二）产业部门与结构转型

本文根据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体系（ISIC）划分三大产业部门。④根据《生产性服

务业统计分类（2019）》和《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将服务业进一步划分为

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或生活性服务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为批发零售

业、交通运输业与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等，具有专业

化程度高的特点，其发展有利于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其他为消费性服务业（包

括公共服务业），需要面对面的接触交流，其发展更依赖于本地市场的规模效应。

图 2 描绘了 1990—2021 年中国各部门 GDP 和就业份额的变化趋势。1990 年以

①　2015 年 8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坚决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路障”，明确提出“统一

大市场”这一概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二十大报告、“十四五”规划纲要、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等均提

及“统一大市场”，并提出了具体的发展要求。

②　其中，京津冀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长三角包括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和安徽省；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包括重庆市和四川省；长江中游城市群主要包括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

③　因篇幅限制，基于规划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分析结果参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其量化分析的结论与

基准分析类似。此外，一体化改革的关键是人口要素和产品流动及其演变，人口流动和产品贸易的动态空间配

置及其变化等特征事实也参见附录。这些讨论为后文量化分析中引入人口流动和商品贸易提供了依据。

④　类似划分的有：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Herrendorf et al.（2014）；钟粤俊等（202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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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农业部门占 GDP 和就业份额逐年下降，服务业部门占 GDP 和就业份额逐年上

升，制造业部门占 GDP 和就业份额先升后降。对服务业部门进一步细分，生产性和

消费性服务业部门该份额均呈上升趋势，但消费性服务业部门的波动更大。

图 2　各部门占GDP和就业份额变化

数据来源：《2022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1》；第五—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第一产业

（农业部门）是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二产业（制造业部门）是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

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其他是第三产业（服务业部门）。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

（三）部门投入—产出关系

本文关注的赋能效应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中间品投入结构，故本部分给出部门

投入—产出关系的特征事实。首先，不同部门的中间投入占生产总投入的份额均

较高且稳定。根据 2005—2020 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表 1 给出各部门生产时所用

的中间投入要素占总投入比重变化，其中农业部门约 40%，制造业部门超过 70%，

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接近 50%，消费性服务业部门约 45%。因此，理论模型和量化分

析需要考虑中间投入对生产的影响。

表 1 各部门中间投入使用占总投入的份额

年份

2005
2007
2010
2012
2015
2017
2020

a
0.4135
0.4138
0.4153
0.4145
0.4124
0.4056
0.3829

m
0.7480
0.7671
0.7783
0.7707
0.7924
0.7545
0.7489

ps

0.5282
0.4545
0.4631
0.4816
0.4908
0.4772
0.4854

cs
0.4895
0.4770
0.4334
0.4402
0.4381
0.4462
0.4568

数据来源：2005—2020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a 是农业部门，m 是制造业部门，ps 是生产性服务业部门，cs 是

消费性服务业部门。下同。

其次，产业间关联呈交互融合发展趋势。表 2 给出 2010 年和 2020 年各部门中

间投入品的使用份额比较，其中制造业产品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的份额最大，农业和

服务业部门分别使用了大量的农业部门产品和服务业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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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由于部门间相互融合，在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部门使用的中间投入品里，制

造业产品所占份额分别为 46% 和 60%（以 2010 年为例）。类似地，Chor et al.（2021）、

汪泽和李荣林（2024）根据 2005—2014 年中国进口上游度和出口上游度数据测算中

国价值链嵌入长度的变化，发现中国国内价值链嵌入长度总体呈现扩张趋势。

表 2 各部门中间投入使用不同部门产品的份额

使用份额

中间投入使用 a 产品份额

中间投入使用 m 产品份额

中间投入使用 ps 产品份额

2010 年

a

0.32
0.52
0.16

m

0.07
0.80
0.13

ps

0.02
0.46
0.52

cs

0.05
0.60
0.35

2020 年

a

0.31
0.44
0.25

m

0.06
0.72
0.22

ps

0.003
0.305
0.692

cs

0.02
0.35
0.63

数据来源：2010 年和 2020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

最后，讨论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影响。根据 2007—2020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

据，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中间投入产品的份额

呈现整体上升趋势，表明服务业部门对所有部门生产的重要性都在增强。其中，生

产性服务业部门产品作为制造业部门中间投入产品使用的份额在 2007 年为 12%、

2010 年为 13.4%、2012 年为 14.5%、2015 年为 17.8%、2017 年为 19%、2020 年为 22%，

可见生产性服务业在投入产出结构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大。

三、 理论模型

本文构建包含四部门—多地区、非位似偏好、生产规模经济和上下游产业联系

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一体化建设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和社会

福利的影响。具体地，（1）假设模型中存在 N 个地区，每个地区又包括农村（r）和城

市（u）两个子区域：其中，农村生产农业部门（a）产品，是农村地区生产的产品组合；

城镇生产制造业部门（m）产品、生产性服务业部门（ps）产品和消费性服务业部门

（cs）产品。（2）除 cs 产品不可跨地区贸易（但同一地区内的子区域间可以自由流

通），其他部门产品在地区间均可贸易，但跨地区贸易需付出贸易成本，本文将此记

为冰山成本。①（3）劳动力可以跨地区或子区域流动，但跨地区或子区域流动需支

付成本，用效用损失②刻画。（4）考虑生产的中间投入—产出关系，尤其是生产性服

务业部门的赋能效应。（5）考虑非位似效用偏好，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劳动力对非

农部门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加更快。

（一）生产与贸易

各部门生产和贸易的设定同 Eaton & Kortum（2002）的经典假设类似。每个部

门 i ∈ { }a， m， ps，cs 都由许多不同种类的产品 v 构成，v ∈ [ 0，1]。 j 地区最终使用的 i

①　冰山成本既同自然条件和运输技术相关，又受制度性区域分割的影响。在我国转型时期的行政体制

下，往往在辖区边界存在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导致贸易成本提高。

②　效用损失既反映地区间的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等，又反映户籍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劳动力流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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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产品是这些产品的 CES 函数加总：

Yi，j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0

1
yi，j ( υ ) φi - 1

φi dυ

φi

φi - 1
，i ∈ { }a， m， ps，cs （1）

其中，yi，j ( υ ) 是  j 地区所使用的 i 部门的产品 v，而 φi > 1 是同一部门内不同种类

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对于最终产品 Yi，j，除了 cs 仅作为最终消费品外，其他部门

{ }a， m， ps 产品既可用作最终消费，也可用作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生产需要使用劳

动力、土地和中间投入品。 j 地区 i 部门的企业生产的 υ 产品的函数为：

yi，j ( )υ = Lj
ζi ψi，j ( )υ Li，j ( )υ βiTi，j ( )υ γi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
ú
ú∏

g ∈ { }a，m，ps

Mi，jg ( )υ θi，g

1 - βi - γi

，i ∈ { }a， m， ps，cs

其中，j 地区 i 部门生产产品 υ 的企业劳动力和土地需求分别为 Li，j ( υ ) 和 Ti，j ( υ )，
使用 g ∈ { a，m，ps }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的需求量为 Mi，jg ( υ )。βi 和 γi 分别为部

门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收入份额。企业的实际生产率由 Lj
ζi 和 ψi，j 共同组成，其中 Lj

ζi

反映由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j 地区劳动力数量越多，企业生产率越高，该效应的大

小受弹性参数 ζi 影响。ψi，j 反映了 j 地区 i 部门每个企业生产技术差异，服从独立同

分布的 Fréchet 分布，满足 Fi，j ( )ψ = e-Ai，j ψ
-σ

。①θi，g 反映部门 i 使用 g 部门产品作为中间

投入品的要素份额，满足∑g ∈ { a，m，ps }θi，g = 1。
定义 wi，j 和 ri，j 分别为 j 地区 i 部门的工资率和土地租金，允许各地区在城乡间有

差异；②Pi，j 是 j 地区 i 部门的产品价格。给定生产技术和要素、产品价格，抽取了 ψi，j

的企业生产产品 υ 的单位成本或出厂价格符合：

pi，j ( )υ = wi，j
βi ri，j

γi( )∏ g ∈ { }a，m，ps
Pg，j

θi，g

1 - βi - γi

Lj
ζi ψi，j ( )υ

，i ∈ { }a， m， ps，cs （2）
跨地区贸易存在贸易成本，j地区要从d地区获得1单位可贸易部门 t ∈ { a，m，ps }产

品，d 地区必须生产 τt，jd ≥ 1 单位（τt，jd 为冰山成本）。因此，j 地区的消费者为消费 d
地区生产的产品最终支付的价格将是单位成本乘以贸易成本。根据 ψi，j 服从 Fre⁃
chet 分布的性质，j 地区从 d 地区购买的可贸易部门 t 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满足：

πt，jd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τt，jd wt，d

βt rt，d
γt( )∏ g ∈ { a，m，ps }Pg，d

θt，g

1 - βt - γt / ( Ld
ζt At，d

1
σ )

-σ

∑d′ = 1
N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τt，jd′wt，d′

βt rt，d′
γt( )∏ g ∈ { a，m，ps }Pg，d′

θt，g

1 - βt - γt / ( Ld′ ζt At，d′
1
σ )

-σ （3）

j 地区 t 可贸易部门的产品最终价格满足：

①　Ai,j 是决定 ψ 的平均技术水平参数，σ 为弹性参数，会影响 ψ 的方差水平，具体细节参见 Eaton & Kortum
（2002）、Tombe & Zhu（2019）、Hao et al.（2020）、Henderson et al.（2022）。

②　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给出一般化情形，即考虑部门差异的量化分析，允许所有部门间的工资率存在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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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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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于消费性服务业在地区间不可贸易，故消费性服务业产品的价格满足：

Pcs，j = wcs，j
βcs rcs，j

γcs( )∏ g ∈ { a，m，ps }Pg，j
θcs，g

1 - βcs - γcs

Lj
ζcs Acs，j

1
σ

（5）
（二）效用偏好

在模型中，存在总测度为 1、技能水平相同的许多劳动力。假设产品消费、住房

消费和选址偏好共同决定个体效用水平，类似 Tombe（2015）的做法，设定所有个体

具有相同的非位似消费偏好，满足 Stone-Geary 效用函数：

U kn
jd = ϵk

j ( )Ckn， a
jd - ā

αa( )Ckn， m
jd

αm( )Ckn，ps
jd

αps( )Ckn， cs
jd

αcs( )hkn
jd

αh

（6）
其中，ā > 0 是维持生计的产品消费量，Ckn， i

jd 是来自 d 地区 n 子区域并迁移到 j
地区 k 子区域个体对 i 产品的消费量，hkn

jd 是对住房的消费量。消费偏好参数 αi 反

映 代 表 性 个 体 对 不 同 产 品 的 偏 好 ，αi 越 大 则 对 i 产 品 偏 好 越 大（满 足

∑i ∈ { a，m，ps，cs }αi + αh = 1）。式（6）反映所有个体具有相同的非位似消费偏好，随着

收入的增加，不同产品消费的配置结构会变化，对 a 的收入需求弹性更小。劳动

力自由选择居住地以最大化自身福利，其选址偏好 ϵk
j 满足独立同分布，服从 Fre⁃

chet 分布：F ( )ϵ = e-ϵ-κ

，κ 为劳动供给弹性。

定义 I kn
jd 为从 (d，n ) 流向 ( j，k ) 个体的收入，sk

j = Pa，jCk，a
j

I k
j

是对 a 的实际消费份额，则

Pa，j ā = sk
j - αa1 - αa

I k
j 。根据效用函数，从 (d，n ) 流向 ( j，k ) 个体对 i产品的消费支出Dkn，i

jd 为：

Dkn，a
jd = sk

j I kn
jd ，Dkn，i′

jd = αi′
1 - sk

j1 - αa
I kn

jd ， i′ ∈ { m，ps， cs } （7）
类似地，住房消费支出Dkn，h

jd = αh

1 - sk
j1 - αa

I kn
jd 。定义V kn

jd = 1 - sk
j1 - αa

I kn
jd

Pa，j
αa Pm，j

αm Pps，j
αps Pcs，j

αcs r jk
αh

为间接效用函数；j 地区 k 子区域个体的平均收入为 I k
j =∑n∑d = 1

N I kn
jd Lkn

jd /Lk
j ，则 j 地区

k 子区域个体有 V k
j = 1 - sk

j1 - αa

I k
j

Pa，j
αa Pm，j

αm Pps，j
αps Pcs，j

αcs r jk
αh
。定义 mkn

jd 为从 ( )d，n 迁移到

( )j，k 的流动人口份额，满足∑k∑j = 1
N mkn

jd = 1。个体跨地迁移会面临迁移成本 μkn
jd ，

其迁移的福利水平为：ϵk
j V kn

jd /μkn
jd 。由于 ϵk

j 服从 Fréchet 分布，均衡的流动人口份额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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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n
jd = (V kn

jd /μkn
jd )κ

∑k'ϵ｛r，u｝∑j' = 1

N (V k'n
j'd /μk'n

j'd )κ
（8）

（三）空间一般均衡

1. 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
Lu

j = Lm，j + Lps，j + Lcs，j

Lr
j = La，j

Lj = Lr
j + Lu

j （9）
Lk

j = ∑
n ∈ { r，u }
∑
d = 1

N

mkn
jd
-
Ln

d， k ∈ { r，u }
-
Ln

d 是指 d 地区 n 子区域的户籍人口；∑j = 1
N Lj = 1。

2. 区域贸易平衡条件

由于 j地区 k子区域个体对部门产品的消费支出为Dk，a
j = sk

j I k
j 和Dk，i*

j = αi*
1 - sk

j1 - αa
I k

j ， 
 i* ∈ { m，ps， cs，h }，定义 i 部门 j 地区的销售收入为 Ri，j，则可贸易部门 t ∈ { a，m，ps }的
产品市场均衡条件满足：

Rt，d =∑
j

πt，jd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Du， t

j Lu
j + Dr， t

j Lr
j + ∑

i ∈ { a，m，ps， cs }
( )1 - βi - γi θi， t Ri，j （10）

其中，由于 cs 产品不可跨地区贸易，满足本地生产=消费，均衡条件表示为：

Rcs，j = Du， cs
j Lu

j + Dr， cs
j Lr

j （11）
3. 收支平衡

土地是不可贸易品，参考 Tombe & Zhu（2019）、Hao et al.（2020）和钟粤俊等

（2023）的做法，假设土地收入被本地户籍人口所有，流动人口不获得土地收入。①
给定 j 地区 k 子区域土地数量

-
T k

j 的条件下，土地市场的出清条件满足：
-Tj = -T r

j + -T u
j

rr，j
-
T r

j = rr，jTa，j + αh ( I r
j - Pa，j ā ) Lr

j

ru，j
-
T u

j = ru，j (Tm，j + Tps，j + Tcs，j ) + αh ( I u
j - Pa，j ā ) Lu

j （12）
ri，j

------Ti，j = γi( )wi，j Li，j

βi
，i ∈ { a，m，ps，cs }

地区城乡的平均收入分别为：I r
j = wr，j

1 + γa /βa1 - αh (1 - sr
j )/ (1 - αa ) 和 I u

j = wu，j

é

ë

ê
êê
ê1 + ( 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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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j

+ 
ù

û

ú
úú
ú)γps

βps

Lps，j

Lu
j

+ γcs

βcs

Lcs，j

Lu
j

/ [1 - αh (1 - su
j )/ (1 - αa ) ]。由于只有留在本地的户籍人口可以平

均共享土地收入，故流动人口的平均收入为：I kn
jd = wk，j，城乡未迁移人口的平均收入为：

①　参考 Lu et al.（2025）的做法，考虑部分土地租金收益被流动人口获得的情况，假设部门生产的土地租金收

入按常住人口配置，住房租金收入只配置给本地户籍人口，结论并不改变，具体讨论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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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r
jj = wr，j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1 + ( )γa

βa
+ αh

1 - sr
j1 - αa

/ ( )1 - αh

1 - sr
j1 - αa

La，j

Lrr
jj

和 I uu
jj = wu，j

ì
í
î

ïï
ïï
1 + é

ë

ê
êê
ê( )γm

βm
+ αh

1 - su
j1 - αa

Lm，j

Luu
jj

+ 

( )γps

βps
+ αh

1 - su
j1 - αa

 Lps，j

Luu
jj

ü
ý
þ

ïï
ïï

ù

û

ú
úú
ú+( )γcs

βcs
+ αh

1 - su
j1 - αa

Lcs，j

Luu
jj

/ ( )1 - αh

1 - su
j1 - αa

。本文定义土地溢价收益

率（Land Rebate Rate）δkn
jd 为：

δkn
jd =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ï
ï

ï

ï

1，   j ≠ d or k ≠ n

1 + La，j

Lrr
jj

γa /βa + αh (1 - sr
j )/ (1 - αa )

1 - αh (1 - sr
j )/ (1 - αa ) ，   j = d， k = n = r

1 + Lu
j

Luu
jj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
ú
ú∑

i′ ∈ { }m，ps，cs

γt /βt + αh (1 - su
j )/ (1 - αa )

1 - αh (1 - su
j )/ (1 - αa )

Lt，j

Lu
j

，j = d， k = n = u

从 (d，n ) 流向 ( j，k ) 的个体平均收入可一般化表示为 I kn
jd = δkn

jd wk，j。

（四）比较静态分析

给定地区外生参数集合 { sk
j， -Tj，τt，jd， μkn

jd， Ai，j }以及其他地区同质性外生参数集

合 { αi，αh， κ， σ，βi，γi，θi，t， ζi， φi } 后，求解满足均衡条件的内生变量集合 { wi，j， ri，j， 
Li，j，Ri，j， Pi，j， I kn

jd ， mkn
jd， V kn

jd ， πt，jd }，得到本文的全局一般均衡。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空间扭曲程度和资源配置会发生改变，直接表现为贸

易摩擦和人口流动摩擦降低（Tombe & Zhu，2019；钟粤俊等，2023；林晨和李宇潇，

2024），带来 μkn
jd 和 τt，jd 的变化。这会直接影响商品贸易和劳动力流动，从而影响

规模经济、收入、生产率、生产决策和产品价格，进而导致产业结构转型、增长和

社会福利变化。进一步地，当考虑部门赋能效应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会产生

两方面影响：（1）部门赋能效应变化体现为中间投入—产出结构 θi，t 变化，①这会

影响地区贸易和分工，因为核心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等的生产率更高，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后，生产性服务业赋能效应的存在会更有利于在全国范围扩大生产和

资源配置，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2）部门赋能效应会影响部门实际生产率变

化，从而影响结构转型、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利于制造业

部门生产率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生产率提高会驱动结构调整和激发增长。②
定义 X' 为 X 变量变化后的值，X̂ = X' X 为 X 变量的变化。基于变化代数运算

（Exact Hat Algebra）法，可以在一体化改革前后的不同参数环境下对基准模型或反

事实模型进行数值求解。本文提出如下命题：③
命题 1：均衡时，实际收入变化和迁移成本变化共同决定人口流动决策的变化。

因此，一体化建设影响下的流动人口份额变化可以表示为：

①　Lu et al.（2025）指出，中间投入—产出份额的变化是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偏好和竞争决策的关键机制。

②　既有研究从部门生产率进步所引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冲击等视角，讨论了产业关联或赋

能效应（Burstein & Vogel，2010；张群等，2025）。

③　因篇幅限制，具体证明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129



钟粤俊等：与时俱进的统一大市场：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

mkn
jd = ( V kn

jd / μkn
jd ) κ

∑k'∑j'
mk'n

j'd ( V k'n
j'd / μk'n

j'd ) κ
（13）

命题 2：实际收入变化和人口流动变化等共同决定了社会福利水平变化，故一

体化建设引起的变化导致社会总福利变化满足：

Ŵ =∑
n
∑

d

ϖdn V nn
dd ( mnn

dd )- 1
κ （14）

其中，ϖdn = λdnV nn
dd (mnn

dd )- 1
κ

W 是初始权重，我们可以类似讨论地区生产总值变化。

四、 量化分析

本文使用变化代数运算法进行量化分析，分别以数据较完整的 2010 年省级数

据、2017 年省级数据和 2017 年地市级数据作为基准时期进行参数校准，并分别刻

画对应的初始均衡。

（一）参数校准

本部分仅展示 2010 年省级层面数据作为基准时期的核心参数及其校准过程

（其他年份或地市级可作类似讨论），具体的参数、数值和定义见表 3。
表 3 模型参数及取值

参数

(αa, αm, αps, αcs, αh )
sk

j

κ

σ

（βa, βm, βps, βcs）

（γa, γm, γps, γcs）

（θa,a, θa,m, θa,ps）

（θm,a, θm,m, θm,ps）

（θps,a, θps,m, θps,ps）

（θcs,a, θcs,m, θcs,ps）

（ζa, ζm, ζps, ζcs）

-Tj（或
-
T r

j , --T u
j ）

mkn
jd

πt,jd
-
Ln

d

数值

（0.1，0.2，0.35，0.15，0.2）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1.5（Tombe & Zhu，2019）
4（Tombe，2015）

（0.43，0.19，0.45，0.48）
（0.16，0.04，0.09，0.09）

（0.32，0.52，0.16）
（0.07，0.80，0.13）
（0.02，0.46，0.52）
（0.05，0.60，0.35）
（0，0.05，0.1，0.1）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计算

根据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根据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计算

根据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定义

部门产品消费偏好份额

地区对 a 产品实际消费份额

区域劳动供给弹性

贸易弹性

部门劳动要素份额

部门土地要素份额

a 生产中间投入品份额

m 生产中间投入品份额

ps 生产中间投入品份额

cs 生产中间投入品份额

部门生产规模效应弹性

地区土地供应存量占全国份额

人口迁移份额数据

t 部门贸易份额数据

户籍人口数据

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来源为李善同等（2023）；由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有 2010 年和 2015 年的，所

以本文分别用它们代理计算 2010 年和 2017 年的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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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效用与生产函数

Tombe & Zhu（2019）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发现，区域劳动供给弹性 κ 取值为

1.5，跨区域贸易弹性 σ 取值为 4。①关于部门规模效应弹性 ζi 的取值，参考钟粤俊

等（2023）的做法，设定农业部门的 ζa = 0，制造业部门的 ζm = 0.05，服务业部门的

ζps = ζcs = 0.1。②为检验规模经济对结论的影响，本文会在敏感性分析中同时对比

其他不同规模效应参数组合下的反事实分析结果，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部门消费份额数据计算 sk
j 和住房消费份额 αh；根

据 2002—2017 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最终消费计算部门产品消费结构，得到部门消费

份额 αi， i ∈ { a， m， ps， cs }。部门 i 生产的中间投入份额（1 - βi - γi）通过 2010 年全

国投入产出表中的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计算；劳动要素收入份额 βi 根据 2010 年全

国投入产出表和 Lu et al.（2025）计算；最后，计算土地要素收入份额 γi。在敏感性分

析部分，替换其他 βi 和 γi 数值进行校准和量化分析，结论保持稳健。

2. 劳动力流动成本和贸易成本

可以使用商品和要素在区域或全国流动的障碍因素和摩擦成本衡量国内市场

的统一性程度和水平。本文的量化分析（包括初始均衡和反事实分析）依赖地区间

劳动力流动成本和贸易成本等参数，故需要先对这些参数进行计算。

劳动力流动成本 μkn
jd 的计算。一体化建设的关键之一就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及

其演变，劳动力流动及其演变规律揭示了制度障碍的变化规律。根据式（8），可以

得到劳动力流动成本满足：

μkn
jd = V kn

jd

V nn
dd ( )mkn

jd

mnn
dd

-1/κ
（15）

因此，利用实际数据中的劳动力流动 mkn
jd 、地区对 a 的实际消费份额 sk

j 、地区实

际工资率 wk
j /Pjk、土地溢价收益率 δkn

jd 和区域劳动力供给弹性参数 κ 等，就可以计算

出和现实数据对应的劳动力流动成本 μkn
jd 。

根据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 年的劳动力流动成本均值为 2.78，省内的

劳动力流动成本均值为 2.19，省间的劳动力流动成本均值为 30.21。动态地看，Hao 
et al.（2020）根据 2000—2015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迁移成本发现，2000—2010
年中国的总迁移成本下降了 27%，2010—2015 年的总迁移成本下降了 26.7%，迁移

成本下降幅度介于 25%—30%；类似地，钟粤俊等（2023）讨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对“减碳”的影响时，也将迁移成本下降 25% 作为反事实分析的基准。与相关文献

保持一致，本文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的反事实分析给出迁移成本下降 25% 的

结果，替换其他下降幅度并不改变本文结论。

贸易成本 - -----τt，jd 的计算。一体化建设的另一个关键是产品市场流通及其演变，产

①　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这个参数取值（κ 取值在 1—4 之间），并不影响本文结论。Hao et al.（2020）使用

2000—2015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时，假设的 κ 取值也为 1.5。
②　根据 2008 年经济普查数据，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部门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差异不大。

131



钟粤俊等：与时俱进的统一大市场：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

品贸易流通及其演变规律揭示的是贸易成本的演变规律和特征。本文主要采用了

Head & Ries（2001）的方法来估算贸易成本，即：

- -----τt，jd = τt，jdτt，dj = ( )πt，jj πt，dd

πt，jd πt，dj

1/2σ

（16）
利用各地区—部门间的贸易数据（或份额 πt，jd）和贸易弹性参数 σ，可以计算各

地之间的贸易成本。地区—部门贸易数据根据《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1987-
2017 年》的 2012 年和 2017 年数据计算，以刻画 2010 年和 2017 年的贸易关系。①以

2012 年的数据为例，a、m、ps 部门贸易成本的均值分别为 3.99、2.54 和 2.89。
需要说明的是，贸易成本包括制度性贸易成本和距离等引起的客观贸易成本。

由于客观贸易成本是地理距离或技术因素等非主观因素导致的，故本文产品市场

一体化建设的反事实分析所调整的贸易成本是指降低制度障碍带来的地区间贸易

成本变化。当前我国地区间贸易成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阻力（陈朴等，2021），而降

低产品流通中的制度性成本及障碍与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出的降低制度性成本对

应。研究发现，中国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占总贸易成本份额的均值约为 20%。韩佳

容（2021）指出，2002—2012 年，中国国内贸易中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在国内总贸易成

本中占比平均为 21.7%，十年间制度性贸易成本在总贸易成本中占比从 11.9% 上升

到 24.6%；陈韬和闫中晓（2024）指出，中国的制度性贸易摩擦比加拿大高 20% 以上；

Zheng et al.（2022）基于车流大数据发现，控制所有其他变量后，省界所表示的制度

成本相对于距离、方言、自然分割等成本对贸易影响的份额为 15%—25%；才国伟等

（2022）和钟粤俊等（2023）探讨贸易成本下降的影响，其反事实分析中贸易成本的

下降幅度为 20%。为了与相关文献保持一致，本文对产品市场一体化建设的反事

实分析给出降低贸易成本 20% 的假设。

（二）区域一体化的反事实分析

表 4 给出不同类型区域一体化的反事实分析结果。Panel A 讨论区域劳动力要

素一体化建设的影响：降低区域内地区间迁移成本（区域内的迁移成本下降 25%，

但地区子区域内的迁移成本保持不变，比如上海市城镇常住人口如果是上海市城

镇户籍，其迁移成本不调整）后，城市化率提高 1.99 个百分点，实际 GDP 增长 1.1%，

社会福利提升 8.3%，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实际 GDP 增长约 1%，消费性服务业就

业占比、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比和制造业就业占比分别增加 0.22 个、0.99 个和 0.78
个百分点，表明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和产出均有

提升。服务业内部的异质性对比显示，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增

长效应高于消费性服务业。

当前我国地区间贸易成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阻力之一（陈朴等，2021），区域一

体化建设的另一个表现是降低产品流通成本，尤其是减少行政分割带来的产品流

通障碍，Panel B 给出降低区域内部门产品贸易成本（贸易成本下降 20%）的影响。

①　类似做法的研究还包括 Hao et al.（2020）、韩佳容（2021）、钟粤俊等（2023）、陈韬和闫中晓（2024）、Lu et 
al.（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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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降低区域内的产品贸易成本，实际 GDP 和社会福利将分别增长 1.9% 和

1.8%。

Panel C 考察同时降低迁移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区域一体化改革结果，通过对比

可知：多维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提升、城市化率水平和就业结构等产生的

影响出现“1+1 约等于 2”的效应，同时改革的影响等于分别改革之和。①
表 4 区域一体化的影响 单位：%，个百分点　　

城市化

率增长

Panel A：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

1.99
Panel B：降低部门产品贸易成本

0.11
Panel C：同时改革劳动力成本和贸易成本

2.09

GDP
增长

1.1

1.9

3.0

社会福

利增长

8.3

1.8

10.2

消费服务

就业占比

0.22

0.01

0.22

生产服务

就业占比

0.99

-0.17

0.81

制造业

就业占比

0.78

0.27

1.05

生产服务

GDP 增长

1.1

3.9

5.0

制造业

GDP 增长

0.9

0.7

1.6
注：城市化率是指各地区的人口城市化率；GDP 增长是指实际 GDP 增长。GDP 增长、社会福利增长、生产性

服务业 GDP 增长和制造业 GDP 增长的单位为%，其他指标的单位为“个百分点”。下同。

（三）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反事实分析

首先分析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的影响。表 5 的 Panel A 讨论了降低劳动力跨

区域流动的迁移成本所产生的影响：令跨地区或跨子区域流动的迁移成本下降为

2010 年迁移成本的 75%，包括省内和跨省的流动，但地区子区域内的迁移成本保持

不变。结果表明，当迁移成本下降时，城市化率增长 2.84 个百分点，实际 GDP 增长

2.5%，社会福利提高 10.6%，消费性服务业就业占比、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比和制造

业就业占比分别增加 0.33 个、1.42 个和 1.09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转型效应较大。②
接下来分析产品市场一体化改革的影响，假设降低全国的部门产品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下降 20%）。Panel B 给出贸易成本变化的反事实分析，当 2010 年可贸易

部门的产品贸易成本下降，实际 GDP 和社会福利均增长 18% 以上，生产性服务业

GDP 增长率远大于制造业 GDP 的增长。

Panel C 给出同时降低迁移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全国一体化改革的结果，同时改

①　表 4 给出的改革是成本下降后的一次性影响。当其他条件不变，改革成本下降，考虑市民化后的长期

影响会持续下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过程会从两个方面产生影响：一方面，流动人口面临的迁移成本降低；另

一方面，部分流动人口逐渐本地化，享受本地人的待遇（土地溢价率会变化），即本地化的流动人口的迁移成本

下降为 1，上述两方面都会使社会总福利水平上升。因此，本文量化分析估算的福利改进效应是下限（Lower 
Bound）估计，在考虑流动人口本地化或市民化后，实际增长和福利效应会更大。

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降低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改革是指城乡所有的流动成本都下降（与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对应），全国一体化改革的结果和 Tombe & Zhu（2019）接近，但是与钟粤俊等（2023）有差异，因为后者的劳动

力市场反事实分析只考虑了城镇流向城镇的改革，忽视了农村流向城镇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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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就业结构等产生的影响出现“1+1 大于 2”的效应（同时改

革效应大于分别改革效应之和）。其原因是，全国范围的同时改革产生了政策互补

和外溢效应，故改革所释放的结构红利进一步放大。

对比表 4（区域一体化）和表 5（全国统一大市场）改革的影响发现：（1）劳动力

流动成本下降后，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效应均大于区域

一体化的影响，但一体化建设对福利和结构转型的收益主要由区域一体化驱动，其

福利和结构转型效应约为全国一体化建设的 2/3。（2）降低部门产品贸易成本或让

要素和产品市场同时改革，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效应的影响均

大于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因为产品改革或“产品+要素”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再配置

所释放的结构和增长红利会更大。

表 5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影响 单位：%，个百分点　　

城市化

率增长

Panel A：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

2.84
Panel B：降低部门产品贸易成本

0.48
Panel C：同时改革劳动力成本和贸易成本

3.36

GDP
增长

2.5

19.9

23.1

社会福

利增长

10.6

18.9

31.6

消费服务

就业占比

0.33

0.08

0.42

生产服务

就业占比

1.42

-1.08

0.30

制造业

就业占比

1.09

1.48

2.64

生产服务

GDP 增长

2.6

30.8

34.2

制造业

GDP 增长

2.7

12.7

15.9
进一步地，本文开展了一系列敏感性分析。首先，讨论规模经济变化的影响，

不同规模经济效应下，区域一体化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结果相似，但是规模经济效

应越大，增长和福利改进效应越强。其次，改变土地要素份额后进行量化分析，结

论依然稳健。再次，剥离非位似偏好效应的影响。①最后，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给

出了区域间一体化改革的反事实分析结果。

（四）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

不同发展阶段的赋能效应是理解中国渐进一体化改革的关键，随着发展阶段

的提升和分工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在投入产出网络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对其他部

门的影响也逐步增加，即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在增大。早期赋能效应较弱时，

一体化改革的收益主要由区域一体化驱动；随着赋能效应的增加，全国统一大市场

改革对增长和转型的推动作用在不断变大。本部分主要从两个维度刻画生产性服

务业的赋能效应：生产的中间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和部门关联效应。量化分析结果

表明，生产的中间投入产出结构变化主要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部门关联效应主要影

响增长和社会福利。

一方面，前文的特征事实指出，2000—2020 年，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部门中间

①　因篇幅限制，上述量化分析结果并未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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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品的份额呈现上升趋势，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的赋能效应在

增大，其中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中间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产品使用份额

的增长更快。具体地，本部分对基准分析的中间投入份额进行调整，用 2020 年全

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中间投入份额替换 2010 年的中间投入份额（具体数值见表

2）。表 6 汇报了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在中间投入所占份额增大后的区域一体化和

全国一体化模拟结果：（1）生产的中间投入结构变化主要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

但对增长和福利水平的影响同基准结果相似（同表 4、表 5 接近，不作展示）。由

于农业部门作为中间投入的份额比较稳定，故本部分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向生产

性服务业转移的过程；（2）生产中间投入结构变化后，与基准分析相同的一体化

改革力度带来的产业结构转型效应提高 17% 以上。且全国一体化建设对生产性

服务业结构转型的促进效应比区域一体化建设高 0.1 个百分点以上（例如，0.35-
0.24=0.11）。

表 6 考虑生产中间投入结构的影响 单位：个百分点　　

类型

区域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区域一体化同时改革

全国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全国一体化同时改革

消费服务就业占比

0.22

0.22

0.32

0.41

生产服务就业占比

1.20
（比基准多 0.21 个百分点）

1.05
（比基准多 0.24 个百分点）

1.73
（比基准多 0.31 个百分点）

0.65
（比基准多 0.35 个百分点）

制造业就业占比

0.57
（比基准低 0.21 个百分点）

0.81
（比基准低 0.24 个百分点）

0.80
（比基准低 0.29 个百分点）

2.26
（比基准低 0.38 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制造业部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性越来

越强，故制造业部门发展会受所在地服务业部门发展的影响，本部分将此定义为部

门关联效应。①本文用 Yps，j
Λ 刻画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部门发展影响的部门关联

效应，其中 Λ 表示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对制造业部门影响的弹性（基准时期将 Λ 取值

标准化为 0）。因此，j 地区 m 部门的企业生产产品 υ 的生产函数为：

ym，j ( )υ = Yps，j
Λ Lj

ζm ψm，j ( )υ Lm，j ( )υ βmTm，j ( )υ γm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
ú
ú∏

g ∈ { }a，m，ps

Mm，jg ( )υ θm，g

1 - βm - γm

其他设定与基准模型做类似分析。由于基准时期将 Λ 标准化为 0，所以本部分

考虑的部门关联效应是相对基准时期的变动。新阶段（2008—2016 年）比初期阶段

（2000—2007 年）的弹性参数大 0.17，故本部分的部门关联效应参数 Λ 取值为

0.17。②表 7 给出部门关联效应 Λ = 0.17 的一体化改革量化分析结果（Λ 替换其他取

①　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讨论了地区服务业规模对制造业部门发展影响的相关关系分析。

②　因篇幅限制，相关测算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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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类似分析）。实验 1 为部门关联效应后，降低区域内劳动力流动成本的结果；实

验 2 为部门关联效应后，同时降低区域内劳动力流动成本和贸易成本的结果；实验

3 为部门关联效应后，降低全国层面劳动力流动成本的结果；实验 4 为部门关联效

应后，同时降低全国层面劳动力流动成本和贸易成本的结果。

结果表明，考虑部门关联效应的区域一体化和全国一体化改革会带来 GDP 增

长和福利水平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变化同表 4、表 5 类似）。更重要的是，随着部门

关联效应的加强，一体化改革所产生的增长和福利改进效应均有所提升，比基准模

型多提升 0.5 个到 3.1 个百分点，增幅超过 10%；且全国一体化产生的增长和福利改

进效应提升更快，考虑部门关联效应让全国一体化较区域一体化对增长和福利改

进效应多促进 2.5 个百分点（3.1-0.6=2.5）。

表 7 考虑部门关联的影响（Λ=0.17，基准 Λ=0） 单位：%　　

实验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实验 4

类型

区域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区域一体化同时改革

全国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全国一体化同时改革

GDP 增长

1.6
（比基准多增加 0.5 个百分点）

3.6
（比基准多增加 0.6 个百分点）

3.4
（比基准多增加 0.9 个百分点）

26.2
（比基准多增加 3.1 个百分点）

社会福利增长

8.8
（比基准多增加 0.5 个百分点）

10.8
（比基准多增加 0.6 个百分点）

11.5
（比基准多增加 0.9 个百分点）

34.9
（比基准多增加 3.3 个百分点）

注：调整 Λ 的取值范围，本文的结论一致。

综上，对比基准结果（表 4、表 5）和考虑生产性服务业赋能效应的结果（表 6、表
7）发现，随着部门赋能效应的出现和加强，同基准分析相同的一体化改革所产生的

结构转型、增长和福利提升效应均在变大，且全国一体化的提升效应比区域一体化

更大。因为经济发展早期，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作用较弱，发挥跨区域分工和比较

优势的重要性不高，故区域一体化就能满足发展的需要。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

的提升，由于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多，协作范围进一步扩大，故全国一体

化的作用也越强。

五、 进一步扩展分析

（一）市场一体化建设与分工

本部分讨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对各地区尤其是核心地区（北京、天津、上

海、江苏、浙江、广东、重庆）的影响，分析区域分工和劳动力要素集聚效应。探讨基

准模型下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对核心地区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占全国比重和经

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改革要素和产品市场的结果可作类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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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给出了劳动力市场全国一体化建设对核心地区的影响。①结果表明，劳动

力市场全国一体化使核心地区的 GDP 增长 3.7%，增幅较全国增长的均值大 1.2 个百

分点（同表 5 Panel A 的 2.5% 相比）；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占全国就业比重分别增长

0.80 个和 0.49 个百分点，增长幅度占全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占比增长的 1/2
左右。

表 8 劳动力市场全国一体化对核心地区的影响

单位：%，个百分点　　

GDP
增长

3.7

服务业

就业占比增加

0.80

生产性服务

就业占比增加

0.64

消费性服务

就业占比增加

0.16

制造业

就业占比增加

0.49
（二）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市场一体化建设

类似 Tombe & Zhu（2019）和 Hao et al（2020）的做法，本文调整地区—部门的劳

动生产率，使所有地区的收入提高 10%，并以此作为初始基期，从而可以讨论不同

收入水平上的一体化影响。表 9 的实验 5 和实验 6 是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并以收入

水平提高 10% 作为初始状态，给出和基准模型表 4 的 Panel A、Panel C 一样改革的

反事实分析结果；实验 7 和实验 8 是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并以收入水平提高 10% 作

为初始状态，给出和表 5 的 Panel A、Panel C 一样改革的反事实分析结果。结果表

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基准分析相同的市场一体化建设所产生的增长效应

会变大，因为发展水平提高后，要素再配置效应会带来更大的增长红利，从而市场

一体化产生的影响更大。

表 9 同时表明，全国一体化产生的增长效应比区域一体化大（实验 5-6 对比实

验 7-8）。因为全国一体化令国内的要素、产品再配置成本变低，更有利于释放增长

红利；区域一体化只降低区域内要素、产品再配置的成本，故其产生的增长效应较

全国一体化更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全国一体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愈发明显。

表9 收入水平阶段提高的一体化建设效应 单位：%，个百分点　　

实验

实验 5
实验 6
实验 7
实验 8

类型

区域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区域一体化同时改革

全国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全国一体化同时改革

城市化率增长

1.99
2.09
2.84
3.36

GDP 增长

1.2
3.2
2.7

24.3

社会福利增长

8.7
10.7
11.2
33.2

注：在不同发展阶段，一体化建设对就业部门的结构转型影响相同，本表格未汇报该结果。

①　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中汇报了分省的分析结果，揭示各地区部门就业结构和城乡实际 GDP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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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 年为基准的反事实分析

本部分展示以 2017 年省级层面数据作为基准时期的反事实分析结果（量化模

型和校准细节同基准模型类似）。与基准分析相同的一体化改革力度下，结论和基

准分析以 2010 年数据所得到的结论类似。①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同时给出以 2017
年地级市层面数据进行建模和量化分析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结论同省级层面分析

类似。

表 10 以 2017 年为基准的市场一体化建设效应

单位：%，个百分点　　

类型

区域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全国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区域一体化

同时改革

全国一体化

同时改革

城市化

率增长

1.98

2.44

2.06

2.87

GDP
增长

1.79

2.6

3.6

25.0

社会福

利增长

10.5

13.3

12.2

36.2

消费服务

就业占比

0.22

0.28

0.22

0.34

生产服务

就业占比

1.19

1.50

1.10

1.03

制造业

就业占比

0.58

0.67

0.74

1.50

六、 结论与政策含义

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区域经济是实现国家战略与奋斗目标的重

要支撑。未来中国经济需要向更加协调、更高质量和更具竞争力的方向迈进，也将

更加依托区域经济这一载体。在市场一体化建设过程中，需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因而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思路需要经过科学的量化评估和对比。

为了量化估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多地区、四部门的

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建设会增加 GDP 和社会福利，能有

效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在建设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区域间分工将继续深化，发达地

区的产业结构会进一步向服务业转型。同时，本文比较了区域一体化和全国一体

化的增长与福利收益差异，并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

开展宏观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比较静态模型分析

了一个重要的宏观发展改革问题，用以评估改革实施后的收益。我们暂且假设实

际改革中会有一个随着时间变化的市场一体化成本，但是这个成本独立于空间一

般均衡模型。相对而言，区域一体化成本比区域间一体化成本低，因为区域一体化

需要的地区间协调成本较低，同时城市间政策、文化、距离等更接近。但是，给定市

①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 2011 年后不再公布各地区分部门的就业人口数据，故本部分给出以 2010 年地区分

部门就业人数代理 2017 年地区分部门就业人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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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一体化建设的成本，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同部门间相互赋能作用和要素

再配置效率越来越高，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收益将越来越高。本研究

为区域一体化迈向全国一体化的渐进改革路径提供了依据，也指出了加快改革的

紧迫性。同时，本文分析表明，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经济的产业结构升

级和空间结构调整是一体两面的，两者都内生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产业结构

调整必然伴随着空间结构调整，两者都是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和表现，制度变化和

发展阶段会相互作用。在客观规律的驱动下，即使一体化程度和相关制度不变，发

展阶段变化也会带来经济和空间结构变化；如果制度能顺应经济发展阶段动态调

整，则会产生更大的制度红利。在此过程中，全国的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制造业

比重有所下降，这是经济现代化水平提高、统一大市场建设和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改

善的表现。

本文的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应进一步凝聚共识，畅通国内产品与

要素市场大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大的制度红

利。中国式现代化要聚焦于国家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

人口的适度流出也有利于提高其人均产出和居民福利。第二，要尊重市场规律，着

力消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体制障碍，推动区域一体化向全国统一大市场转变。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服务业的赋能效应变大，改革应在区域一体化建设的基

础上，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获得更高的增长、社会福利改进和结构转型红

利。当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障碍仍然是长期存在的行政边界分割，尤其

是省际边界分割。未来，需要加强体制机制建设，重点消除行政边界分割，具体的

措施包括：在统计和考核上，削弱地方政府的辖区内 GDP 最大化和税收最大化的激

励；在规划和建设上，用经济区（如城市群和都市圈）一体化机制统筹跨行政区的土

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共享。第三，区域发展战略从前一阶段的城市群

建设，转向基于全国一体化的区域分工。事实上，产业同构问题不仅存在于城市之

间，也存在于不同的城市群之间。当进入全国一体化发展阶段之后，不同的城市群

也需要根据自身的地理条件、人才储备和产业基础进行更精准的定位，即使在同时

发展的大产业门类内部，也要形成在细分领域内差异化分工发展格局。第四，市场

一体化建设强化了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各地区应强化大局意识，以服务于国家发展

为根本目标，充分做好准备，抓住市场一体化建设过程中的发展机遇。人口流入地

区（尤其是大城市）更好发挥引领作用，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方面

发挥辐射整个城市群和全国产业的作用，更好地提供与人口流入相适应的公共服

务，并且在建设用地指标和财政资金方面适应常住人口增长所需。而人口流出地

则更多承担服务于国家战略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功能。在经济发

展上，人口流出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应更多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粮食主产区、生态

保护区和边境地区更好地发展文旅产业，在服务于本地居民需求的基础上，一些有

特色的地区要服务于全国人民的文旅需求。在产业投资方面，要更注重发挥市场

的力量，投资于本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避免政府盲目投资。在人口流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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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果经济规模和税收增长相对缓慢，则要着力提高本地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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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s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producer services strengthens, the building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ritical.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for produc‐
tion factors, such as goods and labor, constitutes a fundamental pillar of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
velopment. In term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China has pursued a phased and incremental reform strategy, 
progressing from regional market integration toward national market integration.For a major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ing country like China, such incremental reforms are pragmatic. However, theoretical economic 
analyses of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remain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Some key questions of concern 
emerge: How will market integration affect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oreover, as China’s economy reaches a higher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exhibits 
post-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why is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becoming ever more importa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ecognizing the varying effects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enabling economic growth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can help understand the rationale behind gradual integration reforms better.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effects: (1) the structure of intermediate inputs, i.e., the importance of producer ser‐
vices in the input-output network; (2) sectoral linkage effects, i.e., the influence of producer servi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sectors. As development progresses,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for goods and factors 
becomes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as it facilitates a deeper inter-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generates 
greater efficiency and welfare gain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pati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consisting of four sector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odes of factor and product market integration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Most importantly, it focuses on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producer services. We find that the benefits of 
market integration will expand as the development stage progresses, with the core mechanism be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producer services. Specifically, changes in input-output linkage 
mainly affect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while sectoral linkage effects primarily impact growth and social 
welfare. Quantitativ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both regional and national market integration will increase 
national GDP and social welfare, effectively promot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further deepen the re‐
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However, a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oves and the empowering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s strengthens, the structure, growth, and welfare effect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will 
gradually surpass thos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in the new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dvance the shift from regional integration toward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1) Few studies have employed a spatial gen‐
eral equilibrium framework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si‐
multaneously evaluated the empowering roles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producer services, or exam‐
ined how development stages shape integration outcomes. This paper fills these gaps by distinguishing be‐
tween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elucidating the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s. (2) By incorporating 
both non-homothetic preferences (embodied in a Stone-Geary utility function) and economies of scale into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highlights how integration drive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
mation from goods to services and affects the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hereby enriching the literature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3) Few studies hav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sectoral linkages and empowering 
effects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such as market integra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is strand of litera‐
ture. Furthermore, by comparing integration effect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we demonstrate that as 
the economy develops and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producer services strengthens, the growth and struc‐
tural transformation outcomes of integration reforms are substantially amplified.
Keywords: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Producer Services; Empowering Effect
JEL Classification:R13, R23, R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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